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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军事合作 

曹　霞

（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湘潭 ４１１１０５）

［摘　要］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德国与中国国民政府在军事领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合作。德国军事专家以“私人身份”受聘于
国民政府，帮助国民政府整训军队、联系军购、建立现代化军事教育乃至直接参与指挥对日作战。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军事贸

易使中国在抗战初期困难的国际环境中获得了大量先进武器，国民政府据此装备了一定数量的德式部队，在抗战初期的正

面战场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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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世界性的经济危机席卷全
球。在经济危机中，德国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

的１４．６％，１９３０年超过 ２２％，１９３１年达 ３３％，到
１９３２年竟达４５％之多，有５５０万人没有职业，其中
包括大批退役的职业军人。［１］同时，《凡尔赛和约》

导致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日益增长。在此背景下，以

希特勒为首的纳粹党开始登上德国政治舞台。在

军事装备与技术水平得到长足发展的同时，德国对

工业原料、战略资源和工业品市场的需求也与日俱

增。由于中国地域广阔，自然资源丰富，而且是一

个工业不发达的国家，因而德国认为中国是较为理

想的贸易伙伴。在远东，日本趁欧美列强无暇东

顾，加紧了对中国的蚕食和侵略。美、英的绥靖政

策、苏联因领土问题与中国产生的紧张关系使得中

国国民政府在国际社会中一度处于孤立无援的境

地。在经历了对苏俄式革命的害怕、对英美式民主

的怀疑后，蒋介石转向了坚决反共，同时宣传铁腕

统治的德国法西斯主义及德国的军事现代化，蒋介

石认为德国的先进军事思想和技术最符合中国建

设现代国防的需要。在此背景下，中德双方在 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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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纪３０年代展开了大规模的军事合作，德国对华
派遣军事顾问，输出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中国则

对德出口矿产资源等物资，双方在友好平等基础上

合作了相当长一段时间。这一段历史，值得认真

研究。

　　一　人力资源的合作：“私人身份”的德国军事
顾问

　　国民革命军最初是在苏俄顾问的指导下参照
苏俄建党建军的原则组建起来的。政治信仰的分

歧使国民革命军中的国、共分歧日益扩大，矛盾不

断尖锐。蒋介石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即开始秘密

与德国方面接触，因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仍需维持

且德国受《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导致这些活动处于

十分隐秘的状态。１９２７年“四·一二”事变后，国
共关系完全破裂，国民党政府在军队中“清党”。此

后的“中东路事件”进一步加剧中苏关系的紧张，已

经逐渐稳定的南京政府遂决定全面向德国靠拢，在

军事上以德国顾问取代苏联顾问，全面指导军队建

设。［２］与此同时，德国注意到了中国发生的一系列

政局变化，确立了以南京政府为主要合作对象的积

极对华政策，筹备为中国专门成立经济、运输、卫生

以及情报５个方面的顾问团，虽然没有正式的“军
事”顾问名衔，但实质上是以军事合作为主旨。［３］７４

１９２８年６月，德国陆军重炮专家马克思·鲍尔上校
正式被南京政府聘任为“经济”总顾问，由此正式拉

开了南京国民政府与德国军事顾问合作的序幕。

鲍尔虽名义上为“经济”顾问，且对外宣称是与德国

政府毫不相干的私人身份，但实际从事的是指导中

国军事改革和建设的工作，中德双方官方其实是心

照不宣的。鲍尔的上任意味着一个德国派驻中国

的军事顾问团的形成。鲍尔在正式任职前，特意花

了数周时间对上海、南京以及汉口等地做了专门考

察，对国民政府领导下的国防体系进行了周密的研

究。［４］１００上任不仅，鲍尔随即向蒋介石递交了一份

《整理中国陆军建议书》，提出在中国建立完整的军

工、交通、邮电体系的设想，建议国军接受最新式的

德国陆军训练方法，配备德国标准武器装备，并建

立和优先装备示范教导部队。特别值得指出的是，

鲍尔的建议书专门提到了在中国海岸设立有效的

军事防线和组建化学武器部队的重要性，这些都是

中国的国防体系中极度薄弱的环节。同时，该《建

议书》还附上了一份名为《未来陆战的战术和技

术》的战术纲要，充分估计了军事技术的进步对未

来战场的影响，对未来中国军队的反侵略作战极具

参考价值。［４］１０４鲍尔的建议深得蒋介石赞赏，遗憾

的是由于染上天花，在受聘不到半年鲍尔就在中国

病逝。

１９３０年夏，在鲁道夫·赫斯推荐下，德国陆军
中将乔治·魏泽尔前往中国担任国民政府总顾问，

他的到来使德国顾问团的军事性质更加明朗。魏

泽尔毕业于德国陆军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因战

功显赫而受到德皇亲自嘉奖，一战结束后升任德军

参谋本部主任。魏泽尔一上任，即匆忙投入刚刚爆

发的中原大战，指挥蒋军在河南登封等地实施了中

国军事史上首次步、炮、空诸兵种合成作战，取得显

赫战果。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对中国
的侵略野心暴露无遗。德国顾问团建议南京政府

尽快组建由德国军事顾问负责训练、参照德国国防

军的建制、装备德国陆军制式武器的德式部队作为

国军的中坚力量，即后来所谓的“德械师”“德训

师”。南京政府原计划组建约６０个师的德式部队，
但由于日本侵华步伐的加快，至１９３７年抗战全面
爆发前，大约只建成３０个左右完全接受或者部份
接受过德制装备与德式训练的师，这些部队在抗战

初期成为了迎战日军的国军主力。其中，德制化程

度最高是蒋介石的四支嫡系部队：第８７、８８、３６师，
以及唯一完全按德国步兵标准编装的“中央军校教

导总队”，这四支部队成为当时国军中战斗力最强

的部队，是真正的“德械师”。其他接受德国顾问训

练和部分装备德式武器的部队，可称之为“德训

师”。德式部队陆续组建后，先后参加了“一·二

八”淞沪抗战、长城抗战、福建事变和对中央苏区的

第五次“围剿”。特别是在１９３２年“一·二八”淞
沪战事中，德国军事顾问参与指挥隶属第１９路军
的第８７、８８师抵抗日军的步坦进攻，令日军付出了
重大代价，初步展现出了新式国军的现代化作战能

力。１９３３年的热河抗战和长城抗战，顾问团成员海
因茨随孔祥熙视察前线，考茨少校和威伯尔中尉则

在后方坐镇指挥东北军中的德训部队与日本关东

军作战。［５］在训导组建德式部队的同时，以魏泽尔

为首的军事顾问团还帮助南京政府完善了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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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教育体系，先后协助国民政府创建了现代化的

步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信兵以及特种兵学校，

令中国军人接触到了世界前沿水平的军事科技和

军事战术战略，对落后的旧中国的军事思想进行了

一次深刻的洗涤。

１９３４年４月，魏泽尔离职，由与蒋介石私人关
系最密切的、被誉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前德国国

防军总司令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接替其职位，这

也标志着中德军事合作高潮的来临。塞克特１９３３
年曾接受蒋介石邀请以私人身份来华访问，当时他

就向国民政府提出了“中国军队改革建议书”，内容

包括建立中国军事重工业企业、改革军事指挥与后

勤系统、效仿德国的军费审计制度、重组军政部，等

等。其涉及范围之广，无异于为中国构建一幅国防

事业现代化的蓝图。塞克特尤为指出：“中国军队

的武器处于缺乏的状态，然而向外购买武器、弹药

只能视作过渡期的行为。若本土无可靠的军火生

产，以资平时练兵和战时所需，则中国势必被迫依

赖外国进口，而在战时无法自保。”［６］日本的步步紧

逼亦使国民政府感觉全面战争的爆发已迫在眉睫。

塞克特的建议无疑具有很大的针对性，蒋介石急需

塞克特留下来帮助整军备战，因而给予他很高的礼

遇和地位。根据蒋的训令，塞克特可以以“委员长

委托人”的职务与国民政府及军队各部门首脑谈

话，在蒋不在之时，可以代表蒋直接向国民党各军

政部门发布命令，一个外国人在中国军队中的地位

之高史无前例。［７］鉴于中日之间战争随时可能爆

发，塞克特急切为中德军事贸易奔走呼吁，牵线搭

桥。在塞克特的积极努力下，南京国民政府于１９３４
年初与德国方面签订了《中国矿物及农产品同德国

工业品及其他产品的易货贸易协定》（简称《中德

易货协定》），其内容主要是中国可以用矿产、农业

等原材料和物资直接购买德国的武器装备，这对缺

乏外汇且面临国际封锁的中国国民政府来说是其

重要性不言而喻。［３］１５０在塞克特任内，中国各军事

机关聘请的德国顾问人数大幅增加。塞克特正式

担任军事总顾问多月后，因劳累过度而造成健康状

况急剧下降，不得不于１９３５年春回国，不久于１９３６
年病逝。在短暂的在华工作期间，塞克特忠实职

守，为中国国防事业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他所设计

的上海至南京间的江防工事，被称为“中国的兴登

堡防线”，只可惜后来由于战局仓促未被很好地

利用。

接替塞克特的是法肯豪森将军。法肯豪森亦

出身于普鲁士贵族家庭，早年参加过八国联军侵华

战争，又进入柏林大学东方学院从事研究工作，并

且在１９０９—１９１２年之间担任过德国驻日本军事武
官，对中日两国都有很深的认识。１９３５年，法肯豪
森赴华担任南京政府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军事总

顾问。蒋介石对法肯豪森同样信任有加，让其参与

了对日全面战争的各项筹划工作，其中不乏中国国

防安全的最高机密。法肯豪森不负重望，于同年８
月２０日提出了《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书》，对
中日双方的战略态势做出了相当准确的判断。他

指出，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列强没有联合或者单独

干涉日本侵华的可能性，中国必须立足于全力自

卫。他鼓励国民政府应坚定奉行抗战路线，并卓有

远见地提出“持久抗战”和利用四川作为抗战“最

后防地”的策略。［８］其《建议书》中写道：“目前威胁

中国最严重而最迫切者，当属日本。日本对中国国

情，极为了解。”“……一旦军事上发生冲突，华北即

直受威胁，若不战而放弃河北，则陇海路及其重大

城市，即陷于最前战区，对黄河防线，不难由山东方

面，取席卷之势。……目前国军主力，俱集中于南

部、西部，宜速抽调可以节省之兵力，分驻各区。”［９］

１９３６年４月，法肯豪森向蒋介石提出建议，国军在
日占区应进行游击战，以配合正面战场。此后战局

的发展基本印证了法肯豪森的判断。

法肯豪森不仅提出了建议书，还以总顾问的身

份在不同军政场合进行了一系列演讲。法肯豪森

务实地提出，以当时中国的工业能力、财力与官兵

素质而言，要建立真正德国标准的陆军是有困难

的，中国的“国军六十个师的整军计划”只能算是现

代陆军初步的雏形，与真正现代化的标准有相当距

离，故而法肯豪森认为国军应先成为“轻装快速部

队”，这就是“轻步兵”的建军概念。就当时而言，

这一思路是非常值得借鉴的。这也是法肯豪森比

前任几位军事顾问更为高明的地方。不过法肯豪

森同样推崇“成立虽小而极端新式之国防军”，对德

械师的示范作用十分肯定。这种普鲁士式的建军

思想，是以少数精锐部队作为样本带动全局，重视

技术兵种的作用，并在全军中贯彻严格的技战术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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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然而中国的国情与德国乃至欧洲都有很大不

同，在不具备现代化工业基础和兵员素质普遍不高

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军令政

令难以统一的特定背景下，少数精锐部队的作用是

有限的。事实也证明，淞沪会战及南京保卫战中，

国民党中央军所属德系精锐部队虽英勇作战，予敌

以重大杀伤，但自身也几乎全部消耗殆尽，未能挽

救全局。现代化战争并不是单一兵种的对抗，而是

陆、海、空及后勤、情报、人力资源乃至工业能力等

全方位的力量比拼。数量有限的准现代化陆军在

更为现代化的敌方三军攻击下是独木难支的。但

是，训练有素的国民党德式陆军仍然取得了不俗战

绩，特别是“一·二八”淞沪抗战中，第８８、８７师在
“庙行大捷”重创日军，一役歼灭日军三千多人，使

日军遭遇甲午战争以来从未有过的惨败，极大振奋

了中国军民的抗战斗志。在淞沪战役中，许多德国

顾问不顾安危亲临前线，配合指挥，其“突击群战

术”————即集中兵力对敌进行点突破后持续挺

进，再由后续部队包围敌人扩大战果的战法，已初

具“闪电战”的雏形。在淞沪会战后期的溃退中，四

支德械师作为殿后部队，力保国军主力不被日军包

围，为其他部队的收拢和在南京城下构筑防线赢得

了宝贵的时间。日本报纸和外电事后惊呼，说这是

一场“德国战争”。［１０］虽然未免言过其实，但拥有正

规化作战经验的德国军事顾问的意见，以及德式部

队在初期正面战场上发挥的中流砥柱的作用，都是

挫败日本侵略者迅速征服中国野心的重要因素。

国民政府鉴于法肯豪森的卓越贡献，特授予其二等

“云旗”勋章和绶章。

法肯豪森还为国民革命军的军事教育做出了

卓越贡献。在他的任期内，各种兵科的德国顾问来

到中国军校担任教官，将西方军事观念如纵深布

署、内外线态势、机动作战、攻击、防御重点等理论

及实务带入中国军队教育训练当中，让封闭的中国

军队接触到完整的西方现代军事科学。法肯豪森

在任期间不仅为国民政府的抗战方略出谋划策，也

促成了中德军事经济合作。中国用钨砂等丰富的

矿产品换回了源源不断的德国军火，使国军武器装

备的水平迅速提高。德国援助的军事工业企业也

中国内陆地区陆续建立。这些都引起了日本对德

国的强烈抗议。为此日本政府多次向德国政府施

加压力，极力要求德国将驻华军事顾问撤走并取消

对华军事贸易，甚至不惜以退出三国同盟为要挟。

面临日本的压力，希特勒一度试图平衡日、华关系，

既想拉住日本作为盟友，又不想破坏与中国的关

系，对日本的抗议采用各种方式敷衍。直至 １９３８
年５月，希特勒才下定决心，严令所有在华德国顾
问一律回国，否则将视为叛国，永远开除德国国籍，

财产全部没收。［１１］１９３８年７月底，法肯豪森被迫率
最后一批德国顾问离开中国，从而结束了长达 １０
年的国民政府与德国军事顾问的合作。

总观德国军事顾问在华工作，可以肯定地说他

们是为施展个人军事才华而投身于中国国防事业

的。但是，不管他们来华的初始动机是什么，他们

在中国卓越的工作业绩和严谨的专业态度都令我

们肃然起敬。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时

刻，他们不顾个人安危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奋起御

侮，反抗侵略，这段历史是不应该被忘却的。法肯

豪森后来在一封信中写道：“回顾近十年在华的工

作，我们感到非常光荣和自豪，总共有一百三十多

名同志，其中八位为了他们的任务而失去生命，他

们是为中、德的共同利益而牺牲，我们已经在最艰

难的环境中，发挥了德国军人优良的传统，帮助我

们的朋友防卫他们的生存与尊严。这些均将会永

垂于中、德关系史中。”［７］

　　二　军事贸易合作：德制武器装备源源输入
中国

　　如果说担任军事顾问在形式上还是德国军官
帮助国民政府的“个人行为”，那么德国军工企业对

华武器出口则完全是在德国官方鼓励和支持之下

的国家贸易。德国对中国的军火出口，以１９３４年
为界限分为两个阶段。１９３４年之前，德国与中国的
军火贸易主要采取的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方式，

简便但规模有限。这一时期的军火贸易主要利用

德国军事顾问的私人关系来推动。在魏泽尔任职

的１９３０年，德国每月运华武器平均为 １０００万
马克。［１２］

１９３４年１月，塞克特的好友、德国商人汉斯·
克莱恩在德国军方、经济部和国家银行支持下，成

立了“合步楼”公司，即“工业产品贸易公司”，专门

负责与中国洽谈武器装备出口。由于国民政府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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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储备有限以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迫切来临，

１９３４年８月，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与克莱恩
分别代表中德双方秘密签订了《中德易货协定》。

根据该合同条款，中国可先行向德国订购军火物资

及军工设备，然后再以农矿产品偿还。这种交易方

式在当时无疑是更有利于中方的，双方交易额迅速

扩大。１９３５年中德官方关系由公使级上升为大使
级后，南京政府希望稳定地从德国进口先进的军事

设备以应战争之需。至１９３５年底，南京政府在德
国订购的军火物资总价值已超过１亿马克。从订
货的种类来看，从钢盔、子弹、步枪、防毒面具、望远

镜等单兵作战装备，到各种口径的战防炮与牵引

车、高射炮、战车（即坦克）、军用架桥设备等重型陆

战装备，直到战斗机、潜艇等高价值海空武器，凡是

中国方面认为用得上的，都列入采购清单。德国方

面则一概应允。从比例上看，野战炮、高射炮、高射

机枪等重型武器和西门子公司的通讯器材、窃听器

材等技术保障设备数量明显增加。特别是著名的

德制８８毫米高炮和探照灯等防空设备在后来的对
日防空作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１３］在空军装备上，

从德国订购的少量梅塞施米特型战斗机和斯图卡

型轰炸机在抗战初期构成了国军空军的主力机型。

在这批飞机上受训的飞行员也成了国民党空军的

种子飞行员。

１９３６年１月，南京政府派团前往德国进行“经
济”考察，实为重点洽谈军火贸易。同年２月，以国
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顾振为团长的代表团抵达

德国，受到希特勒的接见。同年４月，中德两国政
府签订了《德华信用借款合同》。合同约定由德国

政府向中国政府提供１亿马克的货物信用借款，专
门用于购买军火及重工业设备，年利５厘，无折扣、
佣金、手续费等。［１４］中国则以钨、锑等战略原料和

农产品偿付贷款。对此，美国人的评价是：“对于一

个不能从国际金融市场获得借款的中国政府来说，

协议确定了一种经济交换关系，中国第一次成了完

全平等的伙伴。……中国不必再靠乞讨国际救济

金度日了。”［１５］１５４《德华信用借款合同》将两国间的

军事贸易推向高峰。１９３６年中国向德国订购武器
额达６４５８．１万马克，实际交付达２３７４．８万马克；
１９３７年订购６０９８．３５万马克，交付８２７８．８６万马
克。［１５］２６１德制武器装备源源不断输往国军各部队尤

其是中央军。资料显示，在抗战全面爆发的初期阶

段，中国对日作战军火有８０％左右来自德国。［１６］直
到卢沟桥事变爆发前的几周，孔祥熙仍在德国洽谈

军火贸易。

看待当时德国的对华武器出口问题，应当联系

中国在抗战前夕所处的国际大环境来作出公正的

评价。众所周知，英、法、美操纵下的“国联”对日本

的侵略行径始终持暧昧态度。自“九·一八”事变

以来，西方国家对中日之间的冲突不是保持“中

立”，就是充当“调停”的角色。所谓对中日双方都

实行的武器禁运，实际上只是有利于日本。美国政

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仍在向日本供给石油、

钢铁等战略物资，对日本步步入侵中国的罪行实际

上采取的是隔岸观火的态度。用美国人自己的话

说，“我们在此地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不叫嚷，静悄

悄，有礼貌地，尽可能不发布新闻。”由此赢得日本

人“由衷地感激事变后我国政府的态度与行

动。”［１７］４６４英、法等国的在华利益虽然也受到损害，

但考虑到外交上有求于日本，同样只是在舆论上鼓

噪一下。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在１９３７年９月向日
本驻英大使吉田茂讨好到：“我决不搞两面派！”并

拒绝在布鲁塞尔会议上讨论援华问题。法国则害

怕日本进攻法属印度支那半岛，为了不得罪日本，

竟禁止外国战略物资经越南输入中国。可以说，抗

战爆发之前的中国几乎处于孤军奋战的境地，而德

国这种平等、快捷、有求必应式的大规模对华武器

出口，以及大规模派遣军事顾问帮助中国政府整训

军队的做法，无论如何都可以说是一种巨大的军事

援助。正因如此，日本对德国与中国之间的“友谊”

极为不满，不惜以退出德日同盟来迫使德国停止对

华军事援助。而德国的态度是能拖则拖。希特勒

指示：“只要中国支付外汇或相应地提供军工生产

原料，那么已与中国签订合同的军火贸易就可以继

续进行，当然对外要尽可能地伪装，尽可能不要再

接受中国方面的军事订货。”［１８］２４０在１９３８年德国召
回最后一批驻华军事顾问之后，德国依照顶住日本

的压力继续履行对华武器出口合同，而且没有任意

抬价。

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进入
全面抗战阶段。德国政府一方面表示“严守中立”，

另一方面应中国政府紧急订货请求，在１１月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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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防军装备库中抽调了价值５３００万马克的武器装
备紧急运往中国，１２月又启运了包括两批十几架
俯冲式轰炸机在内的价值４４００万马克的军火来
华。［１９］战争爆发后，日本持续不断地通过驻德大使

向希特勒政府提出抗议，并威胁要动用海军扣留运

往中国的一切装载有军用物资的船只。德国外交

部在对德国驻日大使的电报中指示：“……日本欲

将对华战争当作反共协定上所谓的反共战争的行

为是不正确的，……德国的对中国输送武器，不能

作为日德协议的对象。”［１７］４８７面对日方的抗议，德

国外交部政治司司长魏泽克推委说：“我不是军火

商人，我不知道在公海上运输战争物资的事情。”这

当然不可能瞒过日本人，连英国驻中国的谍报人员

都报告说：“德国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弹药，远远超过

其他任何国家。不仅如此，它们的军事顾问实际上

正指挥着战争。”［１８］２４４

随着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上的接连失利，大片

国土已经沦陷，沿海港口皆被日军占领，德国通过

海运向中国输送武器装备变得越来越困难。由于

国际通道几乎被切断，国民政府欲对外输出物资也

变得困难重重。与此同时，欧洲上空也已是战云密

布，德国急需日本这个盟友在远东牵制苏联和美

英，因而希特勒经过再三衡量，最终下定决心放弃

蒋介石政府。这一转变的标志，就是希特勒于１９３８
年初改组德国政府，清扫了外交部和国防部中的所

谓“亲华派”人物，并于同年２月承认伪“满洲国”。
至此，中德双方的友好关系无法再维持。即是如

此，在１９３８年２月仍有１２架德国轰炸机和战斗机
运抵香港。次月，德国又通过香港运来价值３０００
多万马克的军火。［２０］１９３８年７月，最后一批德国军
火，包括克鲁伯厂生产的１５０ｍｍ榴弹炮炮弹６０００
发、伯勒厂生产的４７０ｍｍ炮弹１８０００发以及毛瑟步
枪５０００支，假借芬兰一家公司名义转运到中国［２１］。

１９４１年７月，德国正式承认汪伪“国民政府”，蒋介
石的重庆政府终于宣布与德国断交，中德军事贸易

彻底断绝。

据不完全统计，从 １９３４年 ８月《中德易货协
定》签订到１９３７年１０月，至少有价值约１．４４亿马
克（约合５８１６万美元）的德国军火运抵中国。［２２］

１９３７年抗战爆发后，德国企业已经开工的中国订单
也达７．２千万马克，且还不包括价值６．８千万马克

的海军订单。［１２］在德国的武器出口国家清单中，以

１９３６年为例，对中国的出口额就占了全部出口额的
２８％。可以说，在抗战前期和抗战初期，德国一直
是中国军队现代化武器装备的主要供给国。

德国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与中国国民政府的军
事合作达到了广泛而深入的程度，这种合作的规模

和影响当时是引人瞩目的。只有尊重历史，才能对

中德关系的全貌作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总体来看，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虽然德国是强国，中国是弱

国，但两国之间的军事合作是平等的、友好的、互利

的。尽管中德双方是各有所需，但对于处于民族存

亡危机之中的中国而言，德国的军事支持为国民政

府现代化的国防基础和抗战初期的正面抵抗做出

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中国近代史上，自鸦片战争

以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

交流几乎从来没有取得过平等的地位，所谓“协议”

或者“协约”从来都是不平等条约的代名词，在军事

领域更是没有同列强享有同等话语权的机会。然

而，国民政府与德国政府之间的军事合作和贸易，

不仅是以较为平等的姿态进行的，而且更体现了德

方对中方处于危难境地的理解。无论是以易货贸

易的形式进行军火输出，还是在战争爆发之初以紧

急方式抽调德军装备支援中国，都是一种雪中送炭

的帮助。德国军事顾问强烈的敬业精神和不惧牺

牲投身于中国抗日战争的表现，都是值得中国人民

怀念和尊敬的。尽管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德械

师”“德训师”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也未能阻挡日

军侵华的步伐，但其在国民党初期抗战正面战场中

的作用是不容否定的。在其他列强袖手旁观的危

急岁月里，如果没有中德之间的军事合作，中国军

队的损失将更为惨重，牺牲人数将更为巨大，抗战

形势将更加严峻。

当然，从主观动机上说，国家之间的交易难以

用高尚的道德情操来评价。正如有学者评论：“德

国援助中国加强抗日实力绝非是伸张正义或同情

我国被侵略的遭遇，即连当时柏林政府的亲华派，

……，他们仅希望在面对纳粹政权的亲日压力下，

维持对华友好关系及固定贸易政策以换取所需之

原料。”［２３］中德关系在后期的冷淡直至断绝，充分

证明了国家之间只有永恒的利益，没有永恒的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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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对中德之间在那段岁月里的紧密军事合作，我

们应采取理性和公正的态度，既不应过高评估其对

中国抗战的分量，也不应回避和抹煞它的历史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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